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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核能作为一种高效、清洁的能源，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途径，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仅在沿海地区布局和建设核电，选址受限，制约核能可持续发展，也难以缓解内陆省份经济快速发展与能源结构不合理之间的矛盾。重启内陆核电站，最大难点不是建设的“硬指标”，而是公众是否接受这一“硬条件”。整合技术接受模型和计划行为理论，并引入感知风险和信任，建立理论模型，以湖南省桃花江核电站周边居民实地调查为基础，探讨感知有用、感知风险、主观规范、行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和信任对公众接受内陆核电重启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感知有用、行为态度和信任对内陆核电重启公众接受度有显著正向影响，感知风险对其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内陆核电重启公众接受度与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不存在显著相关性；感知有用对行为态度和信任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内陆核电站；重启；公众接受度；TAM/TPB整合模型；结构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C939  文献标志码：A

Study on Public Acceptance of Restart of Inland Nuclear Power Plants Based on TAM/TPB Integration Model
LI Wangping1, SU Dongyan1, CHEN Xiaoxing1, LIU Bin1
(1.School of Economics, Management and Law，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China)

Abstract: As an efficient and clean energy source, nuclear energy is an important way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suring national energy security. China only distributes and builds nuclear power in coastal areas, and its location is limited, which restrict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energy, and it is also difficult to alleviat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nreasonable energy structure of inland provinces. The biggest difficulty in restarting inland nuclear power plants is not the “hard target” of construction, but whether the public accepts this “hard condition”. This paper integrates the technical acceptance model and planned behavior theory, introduces perceived risk and trust, and establishes a theoretical model based on the field survey of residents around Taohuajiang Nuclear Power Plant in Hunan Provinc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perceived usefulness, perceived risk, subjective norms, behavior attitude,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and trust on public acceptance of inland nuclear power restart.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perceived usefulness, behavioral attitude and trust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public acceptance of inland nuclear power restart, and perceived risk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it; public acceptance of inland nuclear power restart is not related to subjective norm,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perceived usefulness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behavioral attitudes and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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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后疫情时代，应对能源短缺、气候变化成为全球面临的紧迫议题[1]。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中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同年12月向世界庄严承诺，“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3]。
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是我国优化能源结构、保障能源供给安全、实现“双碳”行动计划的重要手段。2021年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合理确定核电站布局和开发时序，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发展核电”[4]。我国核电发展走的是“先沿海、后内陆”的路径[5]。截至2022年3月，我国大陆地区在建在运的56台核电机组均分布在沿海地区（见图 1）[footnoteRef:2]。纵观世界各国核电建设布局和厂址选择，主要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电力工业布局的需要[6]，并没有内陆与沿海之分。世界核电装机最多的美国有超过60%的核电站建在内陆，法国比例更高[7]。“十一五”期间，国家曾经在湖南桃花江、湖北大畈和江西彭泽三个内陆核电厂址开展前期准备工作，后受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及其引发的国际舆论影响，上述三地核电项目前期工作暂时搁置。 [2:  此数据来源于国家核安全局网站。] 

[bookmark: _Hlk108082016]我国仅在沿海地区布局和建设核电，一是核电站选址受限，制约核能的可持续发展；二是难以缓解内陆省份经济快速发展与能源结构不合理之间的矛盾。随着我国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崛起，在加快沿海省份核电建设的同时，也应综合考虑内陆核电的发展，稳妥推进内陆核电的前期准备[8]。目前有关内陆核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论证层面，以社会治理为视角的研究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总结国外滨河、滨湖核电发展经验，为我国内陆核电站的选址与建设提供决策依据[6],[9]-[10]；二是从环境风险防范意识、内陆厂址流出物、废水管理等方面解析内陆核电建设面临的环境风险[11][12]-13]；三是分析内陆核电发展的必要与紧迫性，指出中国内陆核电未来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14][15][16]-17]。这三方面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上政策制定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分析，而从微观层面关注公众对发展、重启内陆核电的态度或接受度研究略显不足，且整体成果偏少。
[image: ]本研究将引入技术接受模型（TAM）和计划行为理论（TPB）探究影响公众接受内陆核电重启的因素。通过整合TAM和TPB理论，构建内陆核电重启公众接受度影响因素概念模型，验证感知有用、感知风险、信任、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等对公众接受内陆核电重启的影响效应，结果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旨在全面探究影响公众接受内陆核电重启的关键因素，一方面在理论和实证层面推动核电研究领域的发展，另一方面为政府制定内陆核电重启提供政策参考。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GS（2019）1825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bookmark: _Ref108728815]图 1 目前在建在运核电站分布情况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核电公众接受度
公众接受度（Public Acceptance），指社会公众基于自身的道德观与价值观，以及对接触对象的心理认知，所产生的不同等级的认可水平与接受态度[18]86。梳理国内外关于核电公众接受度可大致归纳为态度接受、情感接受和理性接受三大类。
态度接受是指公众对核电发展的表层判断，大多数学者将公众核能接受度定义为公众赞同核电站建设和核能发电的态度[19]；也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公众对核电发展的接受程度，涉及技术、社会、心理、公共管理等多个领域[20]；还有学者认为是公众对核能技术、核电厂建设以及核能发展政策的接受程度[21]-[22]。情感接受是公众对核电的心理认可水平，也可以理解为其对核电发展的心理接纳、吸收和认可的行为意愿[23]，或专指人们对核能技术或项目的心理认可意愿[18]86。理性接受是基于收益—成本作出的决策，是公众对核电建设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危害的一种自我承受程度，反映了人们在核电带来收益与威胁之间权衡的结果[24]，公众是否接受核电决定取决于他们对风险与收益的权衡[25]。目前，公众接受度是国家能源发展和项目规划中需要重点考量的因素，也已成为核能项目能否落地的关键因素。
2.2 内陆核电重启公众接受框架
TAM/TPB整合模型是由Tailor &Todd C于1995年通过综合分析技术接受模型(TAM)和计划行为理论(TPB)提出来的[26]，两种模型的融合具备了理论上的兼容性和互补性，可以更详细地解释影响个体行为意向的因素，已成为研究组织行为领域的热点理论[27]-[28]。近年来，该理论在可再生能源及其接受度方面日益受到重视，成为有效分析可再生能源技术家庭用途意愿[29]，核电项目公众参与行为意向[30]，核电技术民众接受度[31]，衡量核电厂违规和不安全行为[32]等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公众接受内陆核电重启是典型的个体决策和认知行为，通过TAM/TPB整合模型的理论视角，可以更好的揭示核电感知属性和社会客观因素对公众接受内陆核电重启的影响机制。
2.2.1 感知有用
感知有用指用户认为使用某特定系统可提高其工作效率的程度[33]。核能的感知有用是指公众感知到社区或社会能从核能的开发利用中受益的程度[34]。先前研究指出，公众对核能的收益感知是决定公众接受程度的主要因素。在社区层面，建设核电站的好处包括增加当地居民的就业和税收收入，改善社区经济效益[35]；建设社区基础设施，拉动文化、教育和其他产业发展[36]；保护社区生态环境，为社区带来环境效益[37]。在国家层面，核能作为清洁高效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核能可以保护国家能源安全，优化能源结构，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38]；减少碳排放和减缓气候变化[39]。此外，核能的开发利用，还可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国家竞争力[34]。基于这些观点，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1a感知有用显著影响公众对内陆核电站重启的接受程度。
H1b感知有用显著影响公众对内陆核电站重启的主观规范。
H1c感知有用显著影响公众对内陆核电站的行为态度。
H1d感知有用显著影响公众对内陆核电站的信任。
H1e感知有用显著影响公众对重启内陆核电站的感知行为控制。
2.2.2 感知风险
感知风险是指公众认为自己因核电站的建设和运行而面临某种潜在灾难或危险的程度[34]。风险由事件发生的概率及其后果的大小来衡量，虽然核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但风险认知仍然是影响公众接受核能的一个关键因素[40]。Otway, H.J.[41]指出影响核能“反对派”态度的因素是风险，尤其是心理风险的焦虑。Pijawka和Mushkatel[42]通过研究在内华达州收集的调查数据，发现受访者对机构的信任和将高水平核废料储存库设在附近的感知风险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Li等[43]发现核能反对人士担忧核事故会造成破坏性影响、核武器发展和扩散会带来威胁以及核电站运营存在巨大成本；还有学者担忧核电站的运行会给后代带来威胁，核废料也会给人类的健康和环境带来威胁[44]；核辐射会带来负面影响，核事故会给大范围地理区域和公众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38]。这些实证研究均指出，核电站的感知风险与公众接受度呈负相关。基于以上观点，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2a感知风险显著影响公众对内陆核电站重启的接受度。
H2b感知风险显著影响公众对内陆核电站重启的主观规范。
H2c感知风险显著影响公众对内陆核电站的行为态度。
H2d感知风险显著影响公众对内陆核电站的信任。
H2e感知风险显著影响公众对重启内陆核电站的感知行为控制。
2.2.3 主观规范、行为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
主观规范是促进行动意向的被动因素，体现为个体采取特定行为时感受到来自他人或者团队的压力和影响力[45]。社会互动理论认为，公众在社会中不是独立的个体，无时不在与身边的成员进行沟通交流。核能接受中的主观规范指个体对核能的接受度是自身行为对他人接受核能的态度和他人对自身接受核能态度的双重影响。Baumeister R E[46]认为在社会交往中，人们会利用行为去沟通一些信息，从而建立、维持公众形象，并且通过信息来影响他人的行为，这是一种基本的社交功能。民众对核电技术的行为意愿受到亲人、好友和其他亲近人的影响，如果周围的人比较支持核电技术，那么个人就倾向采取支持的行为，反之，则容易采取冲突行为[31]。
行为态度原指个体用户在使用系统时主观上积极的或消极的感受[45]。本研究中核能的行为态度是指个体对开发利用核能的情感。个人对核电站的看法和观点受到某些持久的认知和文化基础的影响，特别是个人的价值观和信仰[47]。个体对核能的情感在人们接受核电站建设方面有重要作用[48]。地方政府通过宣传核电对国家的意义和重要性来加强公众对核电的情感认同，以提高公众对核电的接受程度[49]。
当个人认为自己所掌握的资源与机会愈多、所预期的阻碍愈少，则对行为的感知控制就愈强[50]。目前，在社会重大项目的决策上，政府和决策者越来越多地强调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在本研究中，感知行为控制即公众参与核电决策的程度。参与决策过程的公众会认为决策者尊重他们，决策过程是公开透明的，所以他们更有可能接受决策[51]；公众参与可以将公共知识、理念和价值观融入决策过程，提高决策质量，做出更能被社会和道德接受的决策[52]；公众参与作为一种程序性的政府沟通工具，可以通过解释效应有效地提高公众接受度[53]。缺乏公众参与，没有表达担忧和发表意见的渠道可能会引起公众的抵制和抗议。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3主观规范显著影响公众对内陆核电站重启的接受程度。
H4行为态度显著影响公众对内陆核电站重启的接受程度。
H5感知行为控制显著影响公众对内陆核电站重启的接受程度。
2.2.4 信任
由于对核技术和相关的事故缺乏全面的了解，公众必须依靠社会信任来评估核电，所以社会信任对核能公众接受度的形成至关重要，其包括对政府制定的核能政策、发布的信息以及处理突发事故能力的信任和对核电站的技术水平、运营管理制度以及安全性保障的信任。研究结果表明，关于核能的交流增加了公众对核能相关机构的信任程度，信任程度越高，公众对核能的接受程度就越高[54]。对政府管理和监管者的信任度也被发现对公众核能接受度有很大的影响[55]。当公众不熟悉核电站时，很难完全理性地理解核电，此时公众的社会信任会对公众的接受度产生很大的影响[49]。为了提高核能的接受度，要努力在核能领域赢得公众的信任，具体而言，对核电技术的信任、对核电专家的信任、对核电站运营企业的信任、对核电有关政府机构的信任对公众接受核能均有显著的影响[56]。因此，对政府、核电专家和运营企业更信任的公众更有可能接受重启内陆核电站。于是提出如下假设：
H6信任显著影响公众对内陆核电站重启的接受程度。
[image: ]基于以上文献分析，本文构建出内陆核电站重启公众接受度研究框架，如图 2所示。
[bookmark: _Ref108729004]图 2内陆核电站重启公众接受度研究框架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和数据收集
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22年1月对湖南省益阳市桃花江核电站周边民众的实地调研。桃花江核电项目是我国获批的“两湖一江”内陆核电项目之一，2006年开始投入建设，后因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导致国家核电政策调整而搁置。筹备初期，政府曾在桃江县周边进行过核电宣传，当地民众对核电有基本认知，可能是未来内陆核电站重启的理想之地，选择桃花江核电站所在地沾溪镇及附近乡镇进行实地调研比较合适。本调研根据《核电项目公众宣传指南》规范，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以行政村或自然村组为最终抽样单位，按距桃花江核电站0-5公里、5-10公里、10-30公里、30公里以外的距离将调查人群分为四个调查区域，然后从四个群中抽取样本，最终选择桃江县沾溪镇、修山镇、浮邱山乡、三堂街镇、鸬鹚渡镇、桃花江镇、大栗港镇、高桥镇、灰山港镇以及益阳市赫山区、宁乡市喻家坳乡等地进行实地调研。
调查点采用单纯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住户作为最终样本，并参考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从人口分布、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四方面进行总体抽样标准的控制。共收集问卷595份，剔除有缺失值和答案相同的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528份，问卷有效回收率88.7%。2008年国家发改委已批准的内陆核电项目有湖南桃花江、湖北大畈和江西彭泽，本研究距核电站0-30公里数据仅源于桃花江核电站周边居民的调查，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样本的代表性以及研究结果的普遍性。
3.2 问卷设计及变量测量
本文问卷由三个部分构成，问卷的初始部分简要介绍内陆核电站、本次调研目的、问卷填写指导以及感谢被调查者的参与。第二部分收集受访者人口统计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家庭月收入情况、居住时间、性格特点以及距桃花江核电站的距离，作为控制变量，受访者的人口特征如表 1所示。第三部分采用7分制的李克特量表来衡量受访者的感知有用、感知风险、主观规范、行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信任和内陆核电站重启公众的接受度，范围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为了测量模型的七个因子，测量尺度设计了31个具体项目，旨在测量公众接受内陆核电站重启的影响因素，所有的因子和所有的项目均改编自相关重要文献，并进行适当修改以适应本研究的研究背景。
	[bookmark: _Ref108729133]表 1人口变量描述性统计

	项目
	类别
	频率
	百分比（%）

	性别
	男
	264
	50.0

	
	女
	264
	50.0

	年龄
	25岁以下
	125
	23.7

	
	25-34岁
	111
	21.0

	
	35-49岁
	147
	27.8

	
	50-64岁
	100
	18.9

	
	65岁以上
	45
	8.5

	文化程度（含在读）
	小学及以下
	37
	7.0

	
	初中
	109
	20.6

	
	高中（中专/职高/技校）
	121
	22.9

	
	大专
	94
	17.8

	
	本科
	103
	19.5

	
	硕士及以上
	64
	12.1

	职业
	农民
	86
	16.3

	
	务工人员
	63
	11.9

	
	个体户
	78
	14.8

	
	公务员
	29
	5.5

	
	教师
	29
	5.5

	
	职员
	83
	15.7

	
	学生
	116
	22.0

	
	其他
	44
	8.3

	人均家庭月收入
	2000元以下
	101
	19.1

	
	2000-3999元
	168
	31.8

	
	4000-5999元
	142
	26.9

	
	6000-7900
	58
	11.0

	
	8000元以上
	59
	11.2

	本地区居住时间
	1年以下
	46
	8.7

	
	1-3年
	54
	10.2

	
	4-6年
	31
	5.9

	
	7-10年
	21
	4.0

	
	10年以上
	376
	71.2

	性格特点
	乐观倾向者
	288
	54.5

	
	悲观倾向者
	22
	4.2

	
	理性客观者
	169
	32.0

	
	不了解
	49
	9.3

	住址距离桃花江核电站的距离
	0—5公里
	106
	20.1

	
	5—10公里
	131
	24.8

	
	10—30公里
	182
	34.5

	
	30公里以外
	109
	20.6

	合计
	528
	100.0


3.3 信度和效度检验
问卷信度和效度的检验是为了确保问卷填写的结果能够真实反映预期目标，使收集的数据有分析价值。信度是指测量结果的一致性、稳定性和可靠性。本研究验证问卷的信度采用克伦巴哈(Cronbach’s α)的一致性系数α分析，其结果如表2所示，可知所有因子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8，说明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是指测量工具能够正确测量出所要测量的特质的程度，本研究使用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来检验结构效度，各变量的KMO值均大于0.9，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著，说明测量模型中各个变量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bookmark: _Ref108729222]表 2问卷信度检验结果

	维度
	N
	克伦巴赫 Alpha

	感知有用
	5
	0.906

	感知风险
	4
	0.913

	主观规范
	4
	0.961

	行为态度
	4
	0.939

	信任
	5
	0.945

	感知行为控制
	4
	0.812

	公众接受度
	5
	0.822



4  数据分析和结果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对图 2所示的模型进行检验。SEM是一种统计分析程序，用于测试假设模型与收集数据的拟合程度，其包括两个模型，分别是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测量模型主要研究测量变量与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构模型主要研究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借助SPSS 23.0和AMOS 25.0进行数据分析。

4.1 测量模型分析
为进一步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本文对测量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 3、表 4所示。所有因子的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都大于0.7，表明各测度项具有较好的内部可靠性和一致性。测量模型的效度检验还包括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的估计。收敛效度通常使用测量项目的标准化因素负荷量和平均变异数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即AVE值）来评估。由表3可知，测量项目的标准化因素负荷量的值均大于可接受值0.7，平均变异数萃取量（AVE）值分别为0.74、0.82、0.62、0.73、0.88、0.79、0.65，均高于可接受值0.5，该模型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区别效度是将AVE值的平方根与其他因子的相关系数进行比较，各个因子的AVE平方根均大于其他因子的相关系数时，表明测量模型的各个因子之间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57]。从表4中可以看出，每个因子被AVE平方根所取代的对角线数大于与其他因子的相关性，区别效度得到支持。因此，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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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在变量
	题目
	参数显著性估计
	因素负荷量
	组成信度
	收敛效度

	
	
	Unstd.
	S.E.
	t-value
	P
	Std.
	CR
	AVE

	公众接受度
	Q16_1
	1
	
	
	
	0.73
	0.92
	0.74

	
	Q16_2
	1.445
	0.069
	20.941
	***
	0.92
	
	

	
	Q16_3
	1.350
	0.067
	20.092
	***
	0.88
	
	

	
	Q16_5
	1.412
	0.069
	20.353
	***
	0.89
	
	

	行为态度
	Q13_2
	1
	
	
	
	0.81
	0.93
	0.82

	
	Q13_3
	1.106
	0.040
	27.544
	***
	0.97
	
	

	
	Q13_4
	1.095
	0.041
	26.999
	***
	0.94
	
	

	感知行为控制
	Q15_1
	1
	
	
	
	0.75
	0.83
	0.62

	
	Q15_2
	1.246
	0.078
	15.985
	***
	0.90
	
	

	
	Q15_4
	0.988
	0.064
	15.353
	***
	0.70
	
	

	感知风险
	Q11_1
	1
	
	
	
	0.80
	0.92
	0.73

	
	Q11_2
	0.955
	0.048
	20.072
	***
	0.79
	
	

	
	Q11_3
	1.151
	0.047
	24.276
	***
	0.91
	
	

	
	Q11_4
	1.152
	0.047
	24.406
	***
	0.92
	
	

	主观行为规范
	Q12_1
	1
	
	
	
	0.89
	0.96
	0.88

	
	Q12_3
	1.059
	0.028
	37.587
	***
	0.96
	
	

	
	Q12_4
	1.062
	0.028
	37.563
	***
	0.96
	
	

	信任
	Q14_2
	1
	
	
	
	0.94
	0.92
	0.79

	
	Q14_5
	0.909
	0.034
	26.594
	***
	0.82
	
	

	
	Q14_3
	0.945
	0.030
	31.466
	***
	0.90
	
	

	感知有用
	Q10_1
	1
	
	
	
	0.86
	0.85
	0.65

	
	Q10_3
	0.853
	0.048
	17.685
	***
	0.76
	
	

	
	Q10_4
	1.010
	0.055
	18.337
	***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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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E
	公众接受度
	感知行为控制
	信任
	行为态度
	主观规范
	感知风险
	感知有用

	公众接受度
	0.737
	0.858
	
	
	
	
	
	

	感知行为控制
	0.620
	0.597
	0.788
	
	
	
	
	

	信任
	0.792
	0.773
	0.551
	0.890
	
	
	
	

	行为态度
	0.822
	0.796
	0.547
	0.790
	0.906
	
	
	

	主观规范
	0.879
	0.756
	0.627
	0.691
	0.789
	0.938
	
	

	感知风险
	0.730
	-0.306
	-0.182
	-0.182
	-0.198
	-0.312
	0.854
	

	感知有用
	0.653
	0.705
	0.556
	0.674
	0.715
	0.713
	-0.232
	0.808





4.2 结构模型分析
[image: ]为了检验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了结构模型拟合和分析，根据原始模型的适配指数，删除因素载荷小于0.5的参数，重新进行模型估计，得到修正后的最终模型（见图 3），适配指数结果如表 5所示。可知，各拟合指标均满足适配要求，因此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与数据之间的拟合度较高。
[bookmark: _Ref108729446]图 3假设模型标准化输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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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适指标
	拟合值
	推荐值

	X2/df
	3.909
	＜5

	RMSEA
	0.074
	＜0.08

	SRMR
	0.056
	＜0.1

	GFI
	0.874
	≥0.8

	AGFI
	0.838
	≥0.8

	CFI
	0.944
	≥0.8

	NFI
	0.926
	≥0.8

	RFI
	0.913
	≥0.8

	IFI
	0.944
	≥0.8

	TLI
	0.934
	≥0.8



假设检验结果如表 6所示，感知有用对公众接受内陆核电站重启的路径系数为0.322，p＜0.05，表明感知有用与公众对内陆核电站重启的接受度存在显著正相关，H1a得到支持；感知有用对内陆核电站重启公众接受的主观规范、行为态度、信任和感知行为控制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803、0.842、0.818和0.592，p值均小于0.001，表明感知有用对内陆核电站重启公众接受的主观规范、行为态度、信任和感知行为控制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H1b、H1c、H1d、H1e均得到支持；感知风险对内陆核电站重启公众接受度和主观规范的路径系数为-0.11、-0.112，p＜0.001，表明感知风险与公众对内陆核电站重启的接受度和主观规范存在显著负向影响，H2a、H2b得到支持；感知风险对内陆核电站重启公众接受的行为态度、信任和感知行为控制的p值均大于0.05，其影响不显著，H2c、H2d、H2e假设均不成立；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的p值也均大于0.05，影响不显著，H3和H5假设不成立；行为态度和信任对内陆核电站重启公众接受的路径系数为0.162和0.270，p＜0.01，表明行为态度和信任对内陆核电站重启公众接受产生了积极显著的影响，支持H4和H6假设。
[bookmark: _Ref108729563]表 6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
Hypotheses
	假设路径
Paths
	估计值
Estimate
	标准误
S.E
	临界比
C.R.
	显著性
Sig.
	检验结果
Results

	H1a
	感知有用→公众接受重启内陆核电站
	0.322
	0.120
	2.342
	*
	成立

	H1b
	感知有用→主观规范
	0.803
	0.056
	16.500
	***
	成立

	H1c
	感知有用→行为态度
	0.842
	0.057
	17.179
	***
	成立

	H1d
	感知有用→信任
	0.818
	0.056
	16.155
	***
	成立

	H1e
	感知有用→感知行为控制
	0.592
	0.057
	10.492
	***
	成立

	H2a
	感知风险→公众接受重启内陆核电站
	-0.110
	0.025
	-3.654
	***
	成立

	H2b
	感知风险→主观规范
	-0.112
	0.036
	-3.297
	***
	成立

	H2c
	感知风险→行为态度
	0.062
	0.039
	1.763
	0.078
	不成立

	H2d
	感知风险→信任
	0.038
	0.038
	1.040
	0.298
	不成立

	H2e
	感知风险→感知行为控制
	-0.018
	0.043
	-0.408
	0.683
	不成立

	H3
	主观规范→公众接受重启内陆核电站
	0.121
	0.049
	1.892
	0.059
	不成立

	H4
	行为态度→公众接受重启内陆核电站
	0.162
	0.047
	2.569
	**
	成立

	H5
	感知行为控制→公众接受重启内陆核电站
	0.046
	0.033
	1.193
	0.233
	不成立

	H6
	信任→公众接受重启内陆核电站
	0.270
	0.047
	4.490
	***
	成立


注：***代表p＜0.001；**代表p＜0.01；*代表p＜0.05





5  主要结论
本文整合技术接受模型和计划行为理论，结合核电站风险概率小，影响严重的特点，引入感知风险和信任，建立理论模型，探讨了感知有用、感知风险、主观规范、行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和信任对内陆核电重启公众接受度的影响，借助湖南桃花江核电厂址周边公众的调研数据，并导入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感知有用对内陆核电重启公众接受度有显著正向影响。该结果与Wang S[34]、Yuan X[37]和Ho S[38]研究结论相一致。福岛核事故后，人们对核电态度的改变主要是由于利益感知的变化[58]，中国公众对建设内陆核电站的接受程度主要受潜在效益的影响[59]。这里的感知有用必须是公众自己能切实体会到的有用。桃花江核电站项目前期准备阶段，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企业曾围绕发展核电的重要意义、安全可靠性等做过大量宣传，但相当一部分当地民众的感受依然是雾里看花。因为他们无法充分理解核电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减缓全球变暖、保障国家能源供给等方面的战略意义，也不大关注发展核电未来能给地方基础产业、财政收入、生态环境等方面带来何种长远利益，而是关心项目能否使自己在就业、收入、出行等方面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比如，当地因项目需要，在四面环山的沾溪乡（现改“沾溪镇”）修建了桃荷大道，摘掉了“死乡”（当地形容穷乡僻壤，交通不便）的帽子，大家就普遍觉得自己是受益者。由于该项目尚未建成投入使用，当地民众感受不到其他好处；相反，一些因修路、拆迁带来的善后问题没有及时解决，还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公众对核电重启的积极性。
第二，感知风险对内陆核电重启公众接受度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这一研究结果与Pijawka和Mushkatel[42]、Li等[43]的观点相一致，公众不愿意接受核能主要是由感知到的风险引起的[60]；感知风险对公众接受使用可再生能源存有负面影响[61]。“中国长期保持良好的核安全记录，核电安全运营指标居世界前列”[62]。国家《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明确了“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的基本政策[4]。专家学者也一再宣传核电是一种清洁能源，其安全技术有保障。然而，实地调查发现，许多公众对核电发展的现状、政策和知识了解并不多，更没有充分理解，难以产生认同，误以为核电站运行会污染当地环境，且普遍担心项目即使不发生大的核事故也会危及民众健康、影响子孙后代。
第三，行为态度和信任对内陆核电重启公众接受度有显著正向影响，恰好说明情感认同和社会信任影响当地对核电的接受程度[49]。调查发现，大多数年长的调查对象虽然理解不了深奥的核能专业知识，但他们从改革开放40多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的许多惠民政策中感受到了党的英明、正确领导，进而对中央作出的战略决策，不管自己能否理解都表示坚决拥护。因此，大多数公众支持内陆核电站重启是基于对国家决策的信任，因为核电站属于国家战略层面的工程项目。行为态度和信任主要受感知有用的影响，而感知风险对其影响不大，其原因一方面是行业外普通公众难以理解测度核电安全风险的各类定量信息，如核事故发生概率、事故导致辐射损伤程度等，他们往往仅根据风险危害的定性特征来判断，比如后果的可怕程度等。此外，自开发利用核能以来，中国尚未发生过2级以上核电事件（核事故），公众对核事故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不太敏感，普遍对国家核电安全技术充满信心，所以对发展核能仍持相对乐观的看法。
第四，感知行为控制和主观规范两个中间因素对公众接受内陆核电站重启没有明显影响，与之前假设不符，故不必展开讨论感知有用和感知风险对其影响的重要性。这一结果，与罗立[31]、Parkins等[52]、Wang，S等[34]的研究结论不一致，可能的原因解释如下：首先，面对全球高涨的公众反核情绪，政府充分认识到与公众沟通的重要性，并采取运动式方式[53]吸引公众积极参与，以期快速提高公众对核能项目的接受度，但由于这种沟通方式持续时间短，公众参与只是“蜻蜓点水”，对核电了解仍非常有限。并且，调研访谈中公众也普遍表示自己“人微言轻”，对核电政策产生不了影响，从而觉得这种活动安排尚不足以改变他们对核电安全的基本态度。其次，人们态度受日常生活的规律以及信仰、习俗的影响，具有稳定性。政府将核电相关信息持续传达给公众，并不意味着公众会接受这些信息，并按照宣传者希望的方向改变自己的态度，人们或许已经知道这些信息，但不愿意将其纳入自己的信仰系统[41]，因为公众所关注的并不总是决策者所期望或关注的。最后，公众不同程度存在“认知的思维定势”，他们通过依赖价值倾向和其他启发式心理捷径，不主动寻求改变固有认知，以作为他们形成观点知觉的过滤器，所以周围人对核能的看法，难以影响本人对核能的态度。此外，课题组也在调研过程中询问过调查对象，是否清楚身边的人对核能持支持还是反对的态度，他们的回答大多是不太了解他人的想法。
 感知行为控制对公众接受内陆核电站重启的影响不显著。这一结论不代表公众参与在提高公众接受度中不重要，只是表明政府的引导行为未对公众接受度产生明显影响。调研中，我们反复询问周边民众“是否参与了核电政策宣传”，回答最多的是“没有，我们不懂”。这里的“不懂”，一是当地民众不理解核电相关科学技术知识；二是他们更热衷谈论贴近自己日常生活的现实话题。持续推动公众参与，把握5G时代的核电沟通，在引导和沟通中秉持“工匠精神”，让政府的宣传，公众喜欢看、主动转、真心赞、日常谈[63]，切实增强公众在核电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主人翁意识，让公众在实实在在的参与过程中提高对核电安全的理性认知，才能有效提高核电公众接受度。
本文整合TAM和TPB模型对内陆核电重启公众接受度展开研究，拓展了基于结构方程模型探究核能公众接受度的定量分析路径，得出的基本结论即感知风险与感知有用是影响核能公众接受度的主要因素，与之前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基本吻合，表明内陆核电公众接受度的影响因子与其他地域核电公众接受度的影响因子并无二致。这提示：国家重启内陆核电决策前后，可根据影响公众接受度的主要因素针对性地优化相关政策措施。



6  政策建议
去年以来的全球能源价格飙升及今年的俄乌冲突爆发，加剧了世界各国对能源安全的担忧，凸显了国家低碳能源转型的重要性。国际能源署研究表明，过去半个世纪，核能贡献了全球一半的低碳电力，为帮助欧美等发达国家实现碳达峰发挥了重要作用[64]。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高，大规模可再生能源仍面临诸多技术瓶颈，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愿景，必须形成与之相匹配的核能装机规模以及沿海内陆均衡发展的空间布局，特别是在内陆电力负荷较大的地区适时启动核电项目建设，充分发挥核能作为基荷电源的特殊作用[65]。
核能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公众的理解、参与和支持。综观国内外相关研究共识和本研究结论，提高公众内陆核电接受度，关键在于牢固树立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理念，合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核电治理格局。
6.1 共建层面：打破“政府—企业—专家”铁三角，建立安全责任共同体 
改变公众“谈核色变”思维定式，实现公众“认知”脱敏，要突破“政府—企业—专家”为责任主体、公众为接受对象的单向沟通模式，从法治环境、能力素养、激励机制等方面保障和强化公众参与，将公众参与贯穿核能开发全过程，使之成为主动参与风险治理、促进核能事业安全发展的主人。
优化公众参与的法治环境。总结法国、美国等半个多世纪以来核电发展的成功经验，都与依法保障公众参与密不可分。我国2017年颁布的《核安全法》设“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专章，为公众参与提供了法律依据； 2016 年环境保护部发布的《核电项目公众沟通工作指南》、2018 年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具体措施，为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提供了政策支持。要通过全媒体、融媒体、电子政务平台等多种渠道，及时、精准、客观披露涉及公众利益的核能开发相关信息，提高政策透明度[66]；保证公众参与程序的合法性和公正性、参与主体的代表性和广泛性，并将公众参与贯穿核电站选址、建设、运营及乏燃料后处理全过程。
提升公众参与的能力素养。能力素养是公众参与的基础。政府、特别是当地政府应积极主导，社会各方大力协同，针对不同目标人群，以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扎实推动核能科普进课本、进学校、进社区[67]，让核能安全常识真正入脑入心，建立群体“核能风险免疫”。本研究“传播核能的正面形象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感知有用和更大程度的接受核电”的结论表明，政府和有关部门可深挖我国核工业文化，传承核工业精神，不断强化公众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并将其融入内陆核电重启的政策制定和引导当中，以增强公众对发展内陆核电的情感认同。
健全公众参与的激励机制。良好的公众参与具有受益的非排他性，会带来广泛的外部正效应，国家财政应给予相应经费支持。特别对已纳入国家保护目录的内陆核电厂址，应设立公众参与专项资金，对公众的主动参与行为予以激励，对参与过程中表现突出、做出积极贡献的个人给予奖励。
6.2 共治层面：完善涉核法律体系，构建风险防范共同体
由于核能的“历史出身”及其技术的尖端性、复杂性，核设施自身安全水平的提高和改进并不能同步改善公众对核能的风险认知。有关部门除加强风险宣传教育外，还要用法治手段推动风险防范共同体的构建，全面筑牢核电安全屏障。
加强涉核法律的顶层设计。核能开发以来，已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颁布了《原子能法》《辐射防护法》。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于2015年发布了新版《核或放射应急准备和响应：安全要求》。各国政府纷纷依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相关导则，结合本国实际，依法制定了更严格的核安全标准和监管制度。近年来，我国也加快了核安全政策法规建设，2018年《核安全法》正式实施，2019年《中国的核安全》白皮书公开发表，进一步满足了公众对核安全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后续应加快《原子能法》等核能领域基础性法律的立法，加强核应急法规标准体系建设。
筑牢涉核风险的法律底线。为有效解决核损害赔偿问题，目前形成了OECD、IAEA两套核损害国际公约体系，美、日、韩等国虽未加入上述体系，但在制定自己核损害责任法律时纷纷引入了体系规定的基本原则。2007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核事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是我国目前核损害赔偿的主要法律依据，在法律形式和效力上都属于较低层次，且内容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建议参考OECD体系和IAEA体系基本原则，尽早出台我国的《核损害赔偿法》。过去几十年的国际实践证明，建立核共体是分散核风险的最佳方式。我国核电发展处于大规模建设阶段，也是各种风险可能相对集中爆发的阶段。要通过立法进一步分散核巨灾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6.3 共享层面：落实当地百姓“感知有用”的政策，打造社区利益共同体
每个核电项目的建设，都有一个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共赢的预期目标，但在落地过程中，特别是项目初期很难平衡各方利益。将政府、企业、专家对核电的“感知有用”转变为当地老百姓对核电的“感知有用”，关键在于要落实当地百姓“感知有用”的政策。
确保当地百姓搬得开心。核电项目建设初期，对利益相关方的影响或损失，不能搞一锤子买卖，除妥善解决当地百姓征地拆迁补偿外，还要统筹考虑他们的就业、养老、子女教育等民生问题，加强当地道路、学校、医疗等配套生活设施建设，使搬迁民众和周边百姓衣食住行便利，基本生活有保障。
着力打造核电社区利益共同体。广东大亚湾和浙江秦山两个核电基地30年来成功运行的案例表明，提高公众接受度，不能仅靠知识科普和风险沟通，更需要与地方政府密切配合，从厂址周边的综合性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来回应公众关切[68]，着力打造核电社区利益共同体，造福地方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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